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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应用的
可行性

◎李宗阳

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强调回归历史现

场，以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综合视角去把握

研究对象，还原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辨

析其名实关系。在历史人类学方法论的指

导下，我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取

得了很多成果。以下，笔者将结合个人专

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略谈历史人类学

方法论在其相关研究中的应用可行性。

一、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及其在中国音乐史

研究中的应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人类学指的

是：“是在文化人类学基础上引入历史学

研究理念，以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综合视

角观察研究对象的学术方法论。”在中国

音乐史研究中引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

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往学界对现

存传统音乐的研究中，往往只关注到当下

的“活态”样态，以田野考察的一手资料

对研究对象进行认知，这种共时性的认识

对中国传统音乐而言是必要的，但却是不

完整的。由于中国传统音乐所具有稳固的

传承性，只有通过梳理文献、结合历史上

相关音声技艺文化才能把握住“活态”传

统音乐的历史源流，才能回归到历史语境，

从切实的音乐发展源流处辨析、厘清相关

音乐的历史脉络，也才能够对近代以来的

相关认识作出纠偏与深化。

我国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家项阳

教授，早在其研究山西乐户制度时就已经

有意识地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并强调

在回归历史语境的前提下，保全音乐共时

性发展与历时性变迁的整体，以音乐艺术

在社会文化中的功用入手，探寻其发展的

规律性，这也使以往音乐史学注重乐律学

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对音乐文化的整体研

究，从这一点上而言，历史人类学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引入，正与美

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所提倡的“研究

文化中的音乐”或“研究音乐即研究文化”

的相关倡导相吻合。

事实上，历史人类学所强调的历时性

与共时性之结合，回到历史现场的田野考

察与我国音乐史研究中强调的多重证据法

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杨荫浏、黄翔鹏先生

的音乐史学研究中都能看到历史人类学思

想的影子，只不过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研究

思考与历史人类学挂钩，但方法上呈现出

相通与一致的特点，如杨荫浏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西安鼓乐的考察引发他进

一步解读姜夔自度曲古谱；黄翔鹏先生对

唐代大曲的研究及其对《魏氏乐谱》的思

考，他所提出的曲调考证的工作本身就渗

透着在对活态研究的同时关注其历史脉

络，从活态研究探寻历史上的音乐本体。

项阳教授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

有非常直接的原因，即 20 世纪以来，学

界认定的民间音乐，到底是否属于民间？

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化发展中是否还有其

他来源？在对乐户、乐籍制度的考察中，

项阳教授建立起礼乐与俗乐两条历史脉

络，并指出当下的民间活态传承多半为

历史上国家用乐的民间积淀，或说“官

乐民存”。这种对民间音乐的新认知，

更符合历史语境。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核

心是建立一种基于历史观的田野考察，

以项阳教授的话说就是要将文献与活态

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将历史文献和

活态遗存的田野考察联系起来，强调“回

到历史现场”，从文献记载的国家礼乐制

度入手、着重关注乐户为代表的乐人群

体对传统音乐的传承意义，这是项阳教

授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论所得到的宝贵

经验。从学科转型看，历史人类学方法

论的引入也是中国音乐史转向中国音乐

文化史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从

对乐本体的单一研究转入对以《礼记·乐

记》为代表的大传统之乐文化的研究。

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与

方法论问题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我国音乐史

学中的一门年轻的学科。尽管近年来有

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不仅应关注

新音乐创作，更应关注传统音乐的传承、

保护与发展，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

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新音乐创作的研

究，这已是学界的一个基本倾向。这其

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对近代以来传统音乐

的研究已有中国传统音乐学、民族音乐

学等学科介入。汪毓和在其文章《对中

国近百年音乐发展的一点思考》中说道：

“中国近百年的音乐文化是遵循了一条

既不断吸取以西洋音乐为主的世界音乐

文化的影响，而又不断加深对我国传统

音乐文化的继承的方向发展的”。

在谈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特点

时，梁茂春教授指出，其有两个特点：新

与近。所谓“新”，即西方音乐文化传入

我国以后形成的本土化发展（或称：民族

化进程）的历史现象；所谓“近”，指的

是相对动辄百年的古代音乐史的时间观而

言，近现代音乐史的时间段落基本是以年

代为标志的。新，所突出的是对中西关系

的解读，但其深层依旧离不开古今关系的

辨析；其中，对音乐本体的技术性认知成

为关键；近，所突出的是对相关音乐事项

做文化性的整体认知的必要性，由于时间

的近，我们对很多音乐事项的解读、认知

或囿于其发展态势不明、或囿于缺乏定论，

综合性的考察就成为必要。因此，民族音

乐学所强调的“在文化语境中研究音乐”

的相关理念自然成为本学科在研究方法论

上所强调的一个方面。所谓“文化语境”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更多地涉及社会发

展、政治与经济等相关学科的不同资料之

汇总、梳理和辨析。

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新”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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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学者李岩教授有深刻的研究与体

悟。在治学理念与方法上，李岩教授首先

提出了“双视角”的方法，即：“大提化

小”与“小题大做”，这是在比较中西方

两种类型的学者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他

也指出两种研究路径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

的不同理念：“前者是方法大于目的，即

目的不是唯一的，其乐趣是在目的的实现

的过程之中；而后者则又目的大于方法之

虞，因他们注重的是最终的结果，故相应

的细节，在他们眼里，是可以被省略的。”

据此，他指出：“前者的角度，可称之为

显微镜，它巨细无疑……后者则为望远镜，

是一种鸟瞰的角度……两者兼收，可得互

补之效。”双视角的方法论，主要针对的

是研究对象的选取，在此基础上，他又提

出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以梅里亚姆“将音

乐作为文化研究”为研究理念，他强调将

研究对象（口琴）纳入文化、政治与经济

三个维度的综合结构中去认知。

在“双视角”研究方法的引导下，特

别关注研究对象所凸显出的一系列值得深

挖的问题，并向细节与本质推进；而不是

套用现成的文化理论予以解读，这是李岩

教授一贯的治学理念。对于民族音乐学的

田野工作如何运用在近现代音乐史的口述

调查与访谈中，他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去

田野的重要性，是你实际看到了这一场景，

搜集到了你所需要的素材相关的背景材料

等，但之后，不加思考及详尽的推敲，还

是照旧不解如故，此乃‘学而不思则罔也’。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也不能被表面

的现象、景观、材料所左右……”这里所

强调的是对材料的分析与辨别。近现代音

乐史由于新与近的缘故，很多材料均为一

手“口述”，对口述材料，研究者需要有

审慎的眼光看待，而不能完全采取信任的

态度。这其实所说的是田野考察中的关键

问题，如何采集到符合客观事实的材料。

 

三、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

史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

由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新与近的特

点，共时性研究是它一个显著的特征；同

时，历时性的考察也是其学科方法论的基

础。只不过，与古代音乐史相比，近现代

音乐史在时间观上凸显出“微观考察”的

意味。对新音乐的考察，基本以 1900 年

作为起点（尽管一些研究涉及晚清时代或

更早一些时期，但毕竟占少数）。在宏观

历史断代问题上与古代音乐不同，基本以

中国近代革命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

历史阶段为依据。在这一宏观政治背景下，

再以微观的视角去考察具体研究对象发展

变迁的时间序列。可以说，中国近现代音

乐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在历史时间的梳理

上就已经把历时与共时与李岩教授所谓的

“双视角”结合到了一起。

从“接通”的意义看，历史人类学方

法论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应具有十

分广阔的空间：当下与历史接通，在中国

近现代音乐史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宏观议

题便是中国音乐的“现代化进程”，所谓

现代化，与西化、本土化、民族化的议题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这构成每一

个研究个案所需要观照的宏观议题，这即

是个案与整体接通的意义。而一部中国近

现代音乐史，就是西方音乐传入、引发新

音乐创作，引发民族化浪潮的历史。在这

其中，传统音乐与现代新音乐之间的关系

如何？近现代作曲家们如何在“艺术家”

这一西化身份的立场上创作具有民族特色

的音乐？而西化的艺术家概念又如何能与

传统的乐人体系相接通？对这些问题的思

考，本身就应具有历史的眼光。尽管文献

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中原与边

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

通更强调的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当下传承，

但新音乐的研究中并非不涉及这一方面。

但如何以历史的眼光评估一百年来中国新

音乐创作中的不同风格流派，这本身就涉

及 上述五对关系，只不过做相应的调整理

解，如宫廷与地方，则是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中国与周边则应扩大到中国与西方、

中国与世界；宗教与世俗也应扩大到更广

泛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学院派与商业

音乐等的关系解读中。

历史人类学强调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

理念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所提

倡的方法。尤其在世纪之交的“重写音乐

史”之话题的讨论中，重写的直接目的就

是要求学界重新审视研究结论，强调回到

历史现场，让历史语境为音乐家与作品说

话。如对作曲家江文也及其音乐创作在中

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价值问题的重新

评估；对李抱忱相关音乐活动的价值定位；

甚至，对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的客观评价等等，其原则都应强调回到历

史现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在

当下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还需要

进一步厘清极左意识形态对学科发展造成

的深刻影响，树立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

理念，而历史人类学方法正符合与本学科

在新世纪发展道路上的追求。

四、结语

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引入中国近现代音

乐史是值得提倡的，以笔者所见，尽管中

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并无相关讨论，但学

者们早已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视角理念

应用在自己的研究中。回到历史现场的意

义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而言尤为重要，它

能够在结合广泛的文化视野上，进一步以

客观、准确的姿态厘清意识形态对学术研

究的影响，并最终以文化史（社会、经济、

政治）的写作形式完成“重写音乐史”的

学科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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